CCPR/C/126/D/2685/2015
CCPR/C/126/D/2685/2015
CCPR/C/126/D/2685/2015
	
	联 合 国
	CCPR/C/126/D/2685/2015

	
[image: _unlogo]
	公民及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
	Distr.: General
17 July 202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事务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4款通过的关于
第2685/2015号来文的意见[footnoteRef:2]*，[footnoteRef:3]**，[footnoteRef:4]*** [2: 	*	委员会第一二六届会议(2019年7月1日至26日)通过。]  [3: 	**	参加审查本来文的委员会委员有：塔尼亚·玛丽亚·阿布多·罗乔利、亚兹·本·阿舒尔、伊力泽·布兰茨·克里斯、克里斯托弗·阿里夫·布尔坎、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古谷修一、巴马里阿姆·科伊塔、邓肯·莱基·穆胡穆扎、普蒂尼·帕扎尔奇兹、埃尔南·克萨达·卡夫雷拉、瓦西尔卡·桑钦、何塞·曼努埃尔·桑托斯·派斯、尤瓦尔·沙尼、埃莱娜·提格乎德加、安德烈亚斯·齐默尔曼和根提安·齐伯利。]  [4: 	***	委员会委员古谷修一、普蒂尼·帕扎尔奇兹、尤瓦尔·沙尼和安德烈亚斯·齐默尔曼的个人意见附在本意见之后。] 

	来文提交人：
	R.M.和F.M.(由律师Jytte Lindgard女士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及其两名未成年子女

	所涉缔约国：
	丹麦

	来文日期：
	2015年11月19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97条作出的决定，2015年11月25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印发)

	意见通过日期：
	2019年7月24日

	事由：
	遣返回阿富汗

	程序性问题：
	申诉证实程度

	实质性问题：
	生命权；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风险；不驱回

	《公约》条款：
	第六条、第七条、第十七条和第二十三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条





1.1	来文提交人R.M.，生于1989年3月12日，他的妻子F.M.，1994年4月23日出生。他们是阿富汗国民，代表自己和其两名子女提交来文：X，2011年2月23日出生，和Y，2014年5月23日出生。他们称，如果丹麦强行将他们遣返回阿富汗，将侵犯他们根据《公约》第六条、第七条、第十七条和第二十三条享有的权利。提交人由律师代理。
1.2	2015年11月25日，新来文和临时措施问题特别报告员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92条请缔约国在委员会审议提交人及其子女的案件期间不要将他们遣返回阿富汗。特别报告员于2017年1月27日以及后来在2018年4月9日决定拒绝缔约国关于取消临时措施的请求。
		提交人提交的事实
[bookmark: _Hlk47025093]2.1	提交人在F.M.的家人不在家时在其住所发生了婚外性关系；[footnoteRef:5] F.M.因此怀孕，之后他们逃离阿富汗。F.M.怀孕3个月的时候，与她叔伯的一个朋友正式订婚，这位朋友年龄较大，此前她与他没有任何联系。提交人离家后，[footnoteRef:6] F.M.的家人威胁R.M.的家人，F.M.的表兄弟杀死了R.M.的兄弟，[footnoteRef:7] 因为他帮助提交人逃跑。提交人在土耳其住了大约六个月，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在那里出生。随后他们去了希腊，在那里呆了14个月。 [5: 		F.M.告诉丹麦当局，她是在父亲的兄弟家长大的，所以她是住在自己叔伯家里。R.M.的姨母是他们邻居，她是在R.M.到他姨母家时遇到他的。]  [6: 		提交人告诉丹麦当局，他们离开家后，在喀布尔的另一个地方躲藏了20天，在此期间，他们在安排他们离开阿富汗的代理人家中，有R.M.的父母在场，由一位毛拉主持结了婚。他们随后前往土耳其。]  [7: 		根据丹麦移民局关于2013年2月18日与R.M.的庇护面谈的报告，R.M.出示了一份文件，作为其兄弟死亡的证据。根据口译员对该文件副本的翻译，2011年7月12日，M.Q.的儿子被杀害，并在Qasem Kham巷被人发现；与此有关的三人已被逮捕并被定罪。这份文件是相关人员的死亡证明。口译员说，该文件的日期是2012年10月23日，有三个签名以及文件签发人的签名，是第一警区签发的。R.M.称，这份文件来自喀布尔警方，是他兄弟死亡的证据。但口译员无法确定是否是这种情况，因为发现字迹“难以辨认”。] 

[bookmark: _Hlk47358812]2.2	F.M.于2012年4月23日在没有有效旅行证件的情况下进入丹麦，而R.M.则在2012年12月11日进入丹麦。[footnoteRef:8] 两人在抵达当天都申请了庇护。F.M.声称害怕被叔伯或未婚夫杀死，因为她曾与R.M.发生性关系并怀孕。R.M.则称自己害怕受到妻子的叔伯的血腥报复，因为他与一名年轻女子未婚发生性关系，并且之后帮助她逃离家庭。他还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因为他的兄弟已被F.M.的家人杀害。尽管如此，丹麦移民局于2012年8月15日驳回了F.M.的庇护申请，[footnoteRef:9] 并于2013年5月17日驳回R.M.的申请。[footnoteRef:10] [8: 		提交人对丹麦当局说，F.M.离开后，R.M.留在希腊。]  [9: 		移民局认为F.M.的说法不可信，移民局注意到她的陈述，即她的叔伯严格控制她的行踪，除了去邻居家打水外，不允许她离开家。因此，移民局认为她不太可能在第一次遇到R.M.后就与他――对她来说一位陌生人――发生关系；她也不太可能邀请他去她家里，开始与他发生性关系，并在她与另一个男人订婚后仍有机会继续与他见面。移民局还指出，F.M.与R.M.的关系、她怀孕和逃离阿富汗的时间都在她与另一名男子订婚的同一时期里，鉴于她的行动受到限制，这同样不太可能。移民局还强调，两位提交人在喀布尔停留了20天，在此期间，F.M.的叔伯或未婚夫都没有找过他们。]  [10: 		移民局援引了许多与它对F.M.的申请作出决定时给出的相同理由，认为两位提交人不太可能在三周左右的时间里在F.M.的家中会面四次而没有被注意到。] 

2.3	难民上诉委员会在2013年10月22日两次作出决定维持了移民局的裁定。委员会认为提交人对某些问题的解释有分歧，不可信，是为了申请庇护而捏造的。委员会特别注意到他们关于性关系时间的不同陈述，并考虑到关于阿富汗的相关背景资料，认为提交人不太可能在F.M.家中性交。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认为R.M.提供的关于其兄弟死亡情节的文件没有证据价值。
2.4	2015年9月1日，提交人寻求其案件得到重新审理。他们仍然坚持以前的说法，并解释说，日期上的一些错误是由于F.M.是文盲这一事实造成。他们还说，他们已经联系了一名阿富汗律师，该律师证实，如果他们返回阿富汗，他们会面临很高的风险。[footnoteRef:11] [11: 		提交人出示了两份原文文件以及丹麦语和英语译文，他们说这些文件是一名阿富汗律师和当地长老理事会人员的证词。据称，提交人所在村庄清真寺的伊玛目也在证词上签了名。此外，据称一名“地区代表”也证实，提交人会因通奸面临《阿富汗刑法》惩罚的极高风险。] 

2.5	2016年6月3日，难民上诉委员会拒绝重新审理此案，因为提交人没有证实如果被送回阿富汗，他们将会面临遭受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风险。
		申诉
3.1	丹麦将提交人驱逐回阿富汗将侵犯他们根据《公约》第六条、第七条、第十七条和第二十三条享有的权利，他们担心在阿富汗会有生命危险。F.M.害怕会因为婚外性关系被以石刑处死。[footnoteRef:12] 阿富汗当局很可能无法或不愿意保护她。[footnoteRef:13] 2013年，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联阿援助团)报告称，警方拘留的道德罪行犯――几乎全部是女性。[footnoteRef:14] [12: 		为维护名誉而杀人在阿富汗很常见；见原籍国调研和信息机构(原籍国调信机构)2014年2月《阿富汗专题报告：血仇》。2011年3月21日至2013年4月21日期间，报告了406起名誉杀人和性侵犯案件，但据信未报告的案件数量要高得多(《2013年国别人权报告――阿富汗》，美国国务院，2014年2月27日，第39页)。]  [13: 		提交人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但他们指出，丹麦上诉委员会在2014年年度报告公布的两项决定中强调，相关庇护申请人――据称与提交人的情况相同――无法得到阿富汗当局的保护，而在他们自己的案件中，该委员会却认为F.M.会得到阿富汗当局的保护，提交人觉得十分奇怪。]  [14: 		《2013年国别报告》，美国国务院，第10页。] 

3.2	根据同一份报告，“警察和执法人员经常指控妇女意图犯下齐纳罪，[footnoteRef:15] 以证明她们因社会犯罪(……)而被逮捕和监禁是正当的。宪法第130条赋予法院使用沙里亚(伊斯兰教法)(……)的自由裁量权。观察人士报告说，执法人员利用这项条款指控妇女和男子‘不道德’或‘逃离家庭’。警察经常在家庭成员的要求下因为齐纳行为将妇女拘留”。[footnoteRef:16] [15: 		阿富汗法律中用于指婚外性关系的术语。]  [16: 		《2013年国别报告》，第11-12页。] 

3.3	联阿援助团的另一份报告提到，尽管总检察长办公室指示阿富汗检察官不要指控妇女“逃跑”或“齐纳未遂罪”――根据阿富汗法律，这些行为实际上并没有被编入犯罪行为，最高法院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最高法院向联阿援助团提供的包括喀布尔在内的三个省份的资料显示，当局继续以“逃跑/齐纳未遂罪”为由监禁妇女和女孩，违反总检察长办公室的指令和最高法院的指示。[footnoteRef:17] 因此，如果F.M.被遣返回阿富汗，她很可能面临刑事起诉的危险，因为她既犯有齐纳罪，又犯有“逃跑罪”。 [17: 		联阿援助团，《前进之路：阿富汗实施消除对妇女暴力法近况》，2013年12月，第24页。] 

3.4	《阿富汗刑法》第427条规定，犯通奸罪的人应被判处长期监禁，根据第100条规定，监禁不得少于5年或超过15年。加重情节包括受害人未满18岁、已婚妇女或少女。因此，R.M.面临被监禁长达15年的风险。他还害怕遭到血腥报复，因为他在没有与F.M.结婚的情况下与她性交，并且帮助她逃离家庭。F.M.的表兄弟已经杀死了他的兄弟，R.M.的家人在拒绝支付死亡赔偿金和受到F.M.家人的威胁后逃到了巴基斯坦。[footnoteRef:18] [18: 		为维护名誉而杀人后须支付死亡赔偿金，以求得宽恕。] 

3.5	难民上诉委员会错误地判定提交人的叙述不可信。应该特别重视F.M.在2011年2月生下一个孩子这一事实，因为这意味着孩子应该是在2010年5月左右怀上的，当时两位提交人仍在阿富汗。提交人承认，他们对发生性关系时间的解释存在差异，但核心内容没有差别。在阿富汗，婚外性行为是刑事犯罪，会导致妇女受到长期监禁。因此，提交人第一次见面和性交之间过去了多少天，或者性交行为间隔多少天并不重要。
3.6	委员会没有相信提交人提供的翻译成丹麦语的文件，这些文件显示，R.M.的兄弟因为两位提交人的关系而被杀害。在A.H.诉丹麦一案中，委员会注意到A.H.的指称，即移民局和难民上诉委员会都没有对支持其详细指称的证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调查。[footnoteRef:19] 这同样适用于提交人的案件。 [19: 		A.H.诉丹麦(CCPR/C/114/D/2370/2014)，第8.7段。] 

3.7	提交人的案件已经在丹麦媒体上登载，两位提交人都出现在电视上讲述他们的故事。[footnoteRef:20] 这种额外的爆光可能已被阿富汗媒体所了解，使他们很难悄无声息地返回阿富汗。 [20: 		没有提供更多信息。] 

3.8	F.M.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差；她数次企图自杀。如果被遣送回阿富汗，她的精神状态只会恶化，因此这个家庭可以说是特别脆弱。由于婚外关系，提交人不会得到阿富汗当局的任何帮助。
3.9	根据《难民署关于评估阿富汗寻求庇护者国际保护需求资格的准则》，(a) 受害者或面临性暴力和基于性别暴力风险的妇女，(b) 受害者或面临有害传统习俗风险的妇女，或(c) 被认为违反社会习俗的妇女，很可能需要国际难民保护。[footnoteRef:21] F.M.属于其中两个群体。 [21: 		该《准则》还指出，2011年10月至2013年5月期间，据报告，以“道德罪行”而被拘留的女孩和妇女人数增加了50% (第56页)。] 

3.10	提交人最后承认，在R.M.对丹麦移民当局的陈述中存在些小差异，主要是因为R.M.“在时间上没有数学般精确的理解”，当谈到日历月份时，他没有使用西方国家使用的纪年体系。R.M.承认他有责任证明寻求庇护的理由，但任何合理的怀疑都应该有利于庇护申请人。在提交人的解释完全不可信时才应拒绝庇护，移民局不应使用“没有被说服”这个标准。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实质的意见
[bookmark: _Hlk47261044]4.1	缔约国在2016年7月15日提交的意见中宣称，应宣布来文不可受理。即使委员会宣布来文可以受理，如果提交人及其两名子女返回阿富汗，《公约》第六条、第七条、第十七条和第二十三条不会受到违反。
4.2	2014年12月10日，难民上诉委员会拒绝重新启动诉讼程序，因为提交人没有提供任何新的资料，而且上诉委员会已经在2013年10月22日结合阿富汗的背景资料对提交人所提供的资料进行过全面评估。在2013年的裁决中，上诉委员会并未排除提交人在阿富汗发生婚外情的可能性，但认为提交人不太可能在F.M.的家中几次性交，从而使自己面临遭受家人和当局严厉制裁的明显风险。
4.3	难民上诉委员会在2016年6月3日的裁决中认为，提交人出示的文件没有证据价值，因为这些文件似乎是为申请庇护而杜撰的。因此，上诉委员会分析了这些文件的性质和内容，首先指出，根据丹麦移民局2012年5月公布的《供庇护确定程序使用的原籍国信息》，假证件在阿富汗随处可见，而且存在这类证件的黑市。文件中引用的提交人逃离家庭的日期为2010年7月23日，与R.M.关于他们在2010年9月13日离开阿富汗的说法不符；也不完全符合R.M.关于他的兄弟于2011年7月12日，即一年多后被杀害的陈述。此外，提交人对事件顺序的陈述与他们第一个孩子的年龄不符；孩子是2011年2月23日出生，因此应该是在2010年5月23日左右受孕。关于F.M.意识到自己怀孕的时间、她被迫订婚、她告诉R.M.自己怀孕、他们逃离家庭等一系列事件，即庇护申请所依据的所有理由，与所作陈述都不一致。
4.4	上诉委员会还感到奇怪的是，提交人在其庇护申请被委员会驳回将近两年后才找到理由来核实他们的陈述。丹麦当局一直请他们提供文件。根据他们自己的陈述，提交人在希腊呆了一年多，在此期间，他们继续与R.M.的家人保持联系，据称他们要R.M.的父亲取得一份文件，证实他的兄弟已经被杀害。因此，上诉委员会认为没有理由要求核实相关文件。最后，不能因为提交人上了丹麦电视而作出不同评估。上诉委员会驳回了提交人关于庇护原因的陈述；因此，没有理由臆断他们有遭受迫害的风险，因为不能把电视节目中提供的信息看作是正确的。
4.5	提交人未能为受理目的而证实其为初步证据确凿的案件，因为没有充分理由相信他们及其子女如果返回阿富汗会有被剥夺生命或遭受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危险。因此来文显然没有根据。
4.6	此外，提交人试图以域外方式适用《公约》第十七条和第二十三条规定的义务。基于属地和属事理由，这部分也不符合《公约》的规定。丹麦不能对预料另一缔约国会违反第十七条和第二十三条的行为负责。
4.7	关于案情实质，提交人没有提供难民上诉委员会尚未审议过的新资料。缔约国指出，提交人向丹麦当局提交的证词有出入，包括他们性交的时间、[footnoteRef:22] F.M.怎么告诉R.M.自己怀孕的、[footnoteRef:23] 他们第二次性交后怎样保持联系、[footnoteRef:24] F.M.被迫订婚直到他们逃跑这中间有多长时间、[footnoteRef:25] R.M.的兄弟被杀害[footnoteRef:26] 和F.M.表兄弟的情况。[footnoteRef:27] 正如难民上诉委员会在2014年12月10日宣布决定不重新审理他们的案件时所指出的，在评估提交人陈述中的不一致之处时，委员会一方面考虑到他们离开阿富汗已经有一段时间和他们是文盲这个事实，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不一致之处是实质性的，而且涉及到非常简单的庇护理由和一段很短的时间，以及一系列似乎不太可能发生的事件。 [22: 		F.M.在2012年6月7日接受丹麦移民局面谈时说，他们在第四次约会时第一次性交。然而，她在2013年10月22日告诉难民上诉委员会，他们是在第三次约会时第一次性交。F.M.在2012年5月15日向移民局称，两次性交相隔一个月，而她在2012年6月7日和2013年10月22日称，两次性交仅相隔一周。R.M.在2013年2月4日接受移民局面谈时称，他们在第二次约会时第一次性交。然而，他在2013年2月18日说，他们是在第四次约会时第一次性交，面谈时他改变了这一说法，称是在第三次约会时发生的。]  [23: 		R.M.在2013年10月22日告诉难民上诉委员会说，F.M.给他打电话说她怀孕了，而他在2013年2月18日说，她是在她家门前的街上告诉他的。]  [24: 		R.M.在2013年2月4日称，在第一次性交之后，提交人在F.M.家中又见了两或三次面。2013年2月18日，他开始说他们第一次性交后联系密切，有时间就见面。R.M.在同一次面谈时后来改变了这一说法，称在第二次性交后，他们只是通过电话交谈，因为两人都很害怕。他在难民上诉委员会听证会上仍然这样说。而F.M.则在2012年6月7日表示，第二次性交后，他们在她姑姑(父亲的姐妹)家中见过三、四次面。然而，她在难民上诉委员会听证会上改变了这一说法，称他们一直保持低调，第二次性交后只通过电话联系。]  [25: 		R.M.在2013年2月18日说，他们第一次约会四个月后逃离，而F.M.在2012年5月15日说，在他们逃离前一个月，她被告知，她被许诺给另一个男人，而此时提交人已经确立关系四个月。R.M.在2013年2月4日说，F.M.订婚和他们逃离相隔两周。]  [26: 		R.M.在2013年2月4日解释说，F.M.的表兄弟和另外两或三个人袭击了他的兄弟，他被F.M.的表兄弟或表兄弟的一个朋友用匕首刺伤。但R.M.在2013年2月18日说，总共有四、五个人与他家人联系，包括F.M.的叔伯和表兄弟。R.M.在2013年10月22日对难民上诉委员会说，他的兄弟被F.M.的表兄弟及其两个朋友用匕首刺伤。R.M.出示的文件似乎还显示，他的兄弟于2011年7月12日被杀害。R.M.说提交人在2010年春天离开阿富汗。如果R.M.的兄弟被杀害与提交人的婚前关系和逃离有关，那么似乎很奇怪的是，在他们逃离一年多之后，他的兄弟才被杀害。]  [27: 		R.M.在2013年2月18日说，F.M.的表兄弟在看到提交人在一起时告诉了F.M.的叔伯。然而，R.M.改变了这一说法，称F.M.的表兄弟是在提交人逃离后才告诉她叔伯的。而F.M.却说，她的表兄弟两次看到他们交谈。] 

[bookmark: _Hlk44936323]4.8	难民上诉委员会在评估提交人之间的秘密关系时，还考虑了相关的背景资料。根据2012年5月发表的一份关于丹麦移民局赴喀布尔实况调查团(2012年2月25日至2012年3月4日)的报告，喀布尔的一个独立研究机构强调，“在阿富汗，几乎所有的婚姻都是包办婚姻(……)，阿富汗的文化如此，婚外或婚前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年轻女孩的家庭会围绕她动员起一个网络来保护她，并确保她不能进入任何关系”。虽然上诉委员会并不排除在阿富汗存在婚外情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非常小，但委员会认为，提交人不可能在F.M.的家中多次性交，从而使自己面临被抓受到家人和当局严厉制裁的明显风险。R.M.在2013年2月18日接受面谈时称，在他去看F.M.时，如果他们被抓，两人都会被杀死。提交人似乎不太可能冒这种风险，特别是考虑到他们两人都不知道F.M.的家人何时会回家这一事实。邻居们应该也会发现R.M.在F.M.家里其他人不在的时候来家里看她。R.M.还说他们两人都对第一次性交行为感到后悔，因此他们似乎不太可能再这样做。两位提交人都说在第二次性交后保持低调，因为他们害怕和担心。
4.9	根据难民文献中心(爱尔兰)2015年4月出版的《国别婚姻参考资料辑要――阿富汗》，在阿富汗，尽管原则上可以自由选择配偶，但婚姻通常是两个家庭达成协议后缔结的。双方通常在婚礼前从未见过面，也不会拒绝包办婚姻，因为他们不会违背家人的意愿。出于这个原因，提交人甚至似乎不太可能开始一段关系，更不用说开始性关系了，因为一般认为婚姻是两个家庭或群体之间的协议，与当事人自身的愿望无关。
4.10	缔约国进一步指出，提交人关于他们离开阿富汗和儿子出生的说法不一致。据提交人说，他们在伊斯坦布尔住了大约六个月，然后在雅典一所房子的一个房间里住了大约一年，他们的代理人一直在付房租。很难相信一个或多个人贩子在总共一年半的时间里支付提交人的租金，可能还有食物。此外，似乎奇怪的是，两位提交人都未能提供他们在伊斯坦布尔和雅典居住地区的任何细节。R.M.在2012年12月18日告诉丹麦警方，在2013年2月18日告诉移民局，希腊警方将提交人带到一个难民营，在那里对他们进行了登记，留了指纹，并拍了照。然而，在欧洲寻求庇护者指纹数据库中搜索希腊，并没有发现提交人的信息。同样奇怪的是，R.M.在2013年4月23日接受移民局面谈时，无法说明自己儿子的出生时间，甚至说不出是一年中的什么时候，或者天气是热还是冷。然而，他能够确定地说出他们一家第一次试图离开土耳其去希腊的时候儿子刚出生20天。
4.11	难民上诉委员会不能将F.M.关于有被起诉风险的陈述或关于她与男性提交人关系的陈述视为事实。根据美国国务院2016年4月13日发布的《2015年阿富汗人权报告》，上诉委员会在2016年6月3日拒绝重新审议提交人的庇护申请时该报告已经发表，“2012年，总检察长办公室下令停止对‘逃跑’妇女起诉，根据法律，这不是犯罪行为”。然而，由于上诉委员会不能把提交人关于自己情况的陈述视为事实，包括关于F.M.逃离家庭的陈述，缔约国认为就此事发表任何进一步评论都是不相关的。
4.12	提交人提供的文件是应难民上诉委员会的要求翻译的，因此委员会熟悉其内容。委员会认为，对R.M.提交的关于其兄弟死亡情况的文件不能给予特别重视。文件似乎证实，R.M.的兄弟于2011年7月12日受伤，随后死亡。似乎还逮捕了三名与这起事件有关的人。该文件似乎在2012年10月24日签发。委员会认为奇怪的是，R.M.的兄弟在提交人离开阿富汗一年多后被杀害。此外，这份文件在R.M.的兄弟被杀害一年多后才签发，这似乎也很奇怪。根据R.M.的说法，当时他的家人在巴基斯坦。
4.13	另一份文件似乎是提交人所在村庄的长老理事会的证词，是在向委员会提交来文时才提供的，因此也不具备任何证据价值。上诉委员会强调了文件制作的时间和文件内容，还指出文件中给出的提交人逃离家庭的日期2010年7月23日与R.M.提供的信息不符，他说他们是2010年9月13日逃离阿富汗的。
4.14	在决定是否要求核实寻求庇护者所提供文件的真实性时，除其他外，难民上诉委员会还对文件的性质和内容进行了全面评估，并结合这种核实是否可能导致对证据、提供文件的时间和情况以及根据现有有关国家情况的一般背景资料确定寻求庇护者陈述的可信度作出不同评估。在寻求庇护者提交文件以加强其庇护理由的情况下，上诉委员会没有义务要求所有案件核实真实性。在J.K.和其他人诉瑞典案中，欧洲人权法院没有质疑瑞典当局没有要求核实所提供文件的真实性这一事实。假文件在阿富汗唾手可得，的确存在假文件黑市。[footnoteRef:28] 根据案件中提供的资料和所提交文件的性质和内容，难民上诉委员会认为没有理由要求核实。 [28: 		丹麦移民局，《供庇护确定程序使用的原籍国信息》，2012年5月，第50页及后面页。] 

4.15	关于F.M.精神健康问题的指称没有得到证实。这也与评估提交人如果返回阿富汗是否会面临《外国人法》第7节所述的受迫害风险无关。此外，提交人的案件与A.H.诉丹麦一案没有可比性，因为情况大不相同。
4.16	提交人上过丹麦电视台，把委员会不视为事实的故事重复一遍，这个事实不可能导致对这一事项作出不同评估，因为委员会已经驳回提交人关于庇护理由的陈述。没有理由认为提交人有遭受迫害的风险，因为电视节目中提供的信息不能视为是正确的。此外，根据提交人自己的陈述，他们没有与阿富汗当局遇到过任何问题，因此在各方面似乎并未引起当局的注意。
4.17	最后，难民上诉委员会考虑了关于阿富汗情况的所有相关信息和一般背景资料。委员会的既定判例是，应对缔约国的评估给予相当的重视，并且通常应由缔约国来审查和评估事实和证据，以确定是否存在风险，除非认定评估显然具有任意性或相当于司法不公。本来文没有出示与提交人的情况有关的任何新的具体资料。在来文中，提交人也未能指出决策过程中任何违规行为，或难民上诉委员会未能适当予以考虑的任何危险因素。提交人实际上是试图利用委员会作为上诉机构，使委员会重新评估支持其庇护申请的事实情况，而委员会必须对难民上诉委员会的审查结论给予充分重视，因为它更适合评估提交人案件的事实情况。没有理由怀疑，更不用说搁置上诉委员会的评估，根据评估，提交人未能证明有充分理由相信，如果他们返回阿富汗，他们将面临死刑或遭受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危险。
		提交人对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实质的意见的评论
5.1	提交人在2016年11月17日的评论中坚持认为，他们返回阿富汗将违反《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而且他们“对可能违反《公约》第十七条和第二十三条的行为没有进一步评论”。
5.2	缔约国对可信度的评估似乎以庇护程序中不适当的高标准举证为依据。难民上诉委员会使用了“可能的”标准，而正确的标准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署)在有关国际指南中使用的“适当可能的”标准。[footnoteRef:29] [29: 		见难民署，“关于难民申请案中的举证责任和标准的说明”，1998年12月16日，第11和17段；难民署，《根据关于难民地位的1951年公约和1967年议定书确定难民地位的程序和标准手册和准则》，2011年12月。] 

5.3	关于提交人来文可否受理，由于对提交人的情况和相关背景资料的个人评估，存在着个人和真实的伤害风险。提交人一直表示担心受到F.M.的家人或阿富汗当局的严重伤害，背景资料支持提交人的性关系和逃跑具有非常严重的后果。因此，对提交人不可挽回的伤害是他们被驱逐回阿富汗的必然和可预见的后果。
5.4	关于案情，缔约国指出了一些细微的不一致之处，这些不一致之处并没有背离提交人庇护申请的核心。尽管寻求庇护者的陈述略有不一致，但相关国际判例仍然支持可信度的认定。在E.U.R.诉丹麦一案中，委员会认为违反了第七条，这尤其是考虑到日期本身的不一致不足以损害诉求的整个可信度，而且不一致之处不是提交人提出一般性诉求的核心。[footnoteRef:30] 上述案件与R.M.的情况一样，提交人也不熟悉公历。F.M.是文盲，从未接受过任何教育。 [30: 		E.U.R./C/117/D/2469/2014)，第9.7-9.9段。] 

5.5	欧洲人权法院在A.A.诉法国一案中也强调了这一点，时间上的微小差异并不构成影响总体可信度的重大差异。[footnoteRef:31] 鉴于提交人的叙述在时间上略有不同，本来文与该案类似。在R.C.诉瑞典一案中，法院认为，与瑞典当局的意见相反，申诉人的基本情况是一致和可信的，尽管他逃跑的可信度存在一些不确定性。这些判例支持提交人的主要庇护主张事实上是可信的这一结论。[footnoteRef:32] [31: 		A.A.诉法国，申请号18039/11，2015年1月15日。]  [32: 		R.C.诉瑞典，申请号41827/07，2010年3月9日。] 

5.6	提交人陈述中的任何不一致之处应在整个申诉的背景下理解，并考虑到他们的个人情况。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难民身份确定程序和标准手册和准则》中指出，“申请人的陈述不能(……)，必须从抽象的角度来考虑，并且必须结合相关背景情况来看待”。[footnoteRef:33] 背景情况包括广泛的主题，包括申请人的个人背景、年龄、国籍、民族血统、性别、性取向和/或性别认同、教育、社会地位、宗教和文化背景。在关键时段，F.M.是一个不识字的16岁孤儿，由她的叔叔抚养；她从未接受过任何形式的教育，也很少离开家。R.M.上学八年，但缺乏对时间的数学理解，并且在他申请庇护时不熟悉公历。对于寻求庇护者所处情况来说，他们的陈述存在不一致之处是很自然的。[footnoteRef:34] [33: 		难民署，《手册和准则》，第42段。]  [34: 		难民署，《证据之外：欧盟庇护系统中的可信度评估》，2013年5月，第36页。] 

5.7	关于提交人陈述中的不一致之处，还应根据事件发生和难民上诉委员会作出决定之间已隔三年这一情况来考虑。难民署认为，由于时间流逝或事件的激烈程度，申请人可能无法记住所有事实细节或无法准确地重新叙述，或可能将细节记混淆。在最终评估可信度时，可考虑无法记住或提供所有日期或次要细节、或稍微不一致、非实质性模糊或不正确陈述等陈述中并不重要的因素，但不应作为决定性因素。[footnoteRef:35] 鉴于提交人的个人背景以及所涉事件与丹麦庇护程序之间相隔已久，提交人存在不一致之处不是其庇护诉求的核心，也是合理的。 [35: 		难民署，“关于难民申请案中的举证责任和标准的说明”，第9段。] 

5.8	缔约国指出提交人陈述的许多内容“不太可能”。在J.K.和其他人诉瑞典一案中，欧洲人权法院在可信度评估方面坚持存疑时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缔约国错误地声称提交人在F.M.的家中“几次”发生性行为，因为提交人只说在相关时期发生了两次性行为。背景信息表明婚外关系在阿富汗是可能的。许多妇女和女孩被指控从事性活动，这一事实表明，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可能存在的。[footnoteRef:36] [36: 		提交人援引2013年难民署《阿富汗寻求庇护者国际保护需求资格评估准则》，还提到美国国务院《阿富汗：2015年人权做法国别报告》，其中指出，在2015年三个月期间的92起名誉杀人事件中，有一半是由婚外性行为引发的(第35页)。] 



5.9	缔约国说提交人无法提供他们在伊斯坦布尔或雅典住所的“任何细节”，这是不正确的。R.M.在2013年10月22日告诉难民上诉委员会，他们住在伊斯坦布尔的阿克萨拉地区和雅典维多利亚公园附近的Akharnoon街。F.M.对他们在土耳其和希腊的状况没有具体说明，这与她作为逃离阿富汗的文盲年轻妇女的形象吻合。缔约国还指出，R.M.说不出自己儿子的出生时间似乎“很奇怪”。R.M.在与丹麦当局的最后一次面谈中说，他记不起儿子的出生日期，因为那时压力特别大。这与R.M.的身份是一致的，他是一个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逃离阿富汗，不熟悉公历。
5.10	缔约国似乎还认为，F.M.害怕因逃离家庭而受到迫害是没有根据的。然而，一些消息来源提供的信息清楚地表明，仍在起诉这类行为。[footnoteRef:37] F.M.的家人对她实施“名誉杀人”的切实风险也是存在的。[footnoteRef:38] 因此，有一系列相关的背景资料表明，逃离包办婚姻和涉嫌道德犯罪(如婚外情)，对于像F.M.这样的女性，会有极其严重的后果。背景资料也支持F.M.面临真实风险：难民署《阿富汗资格评估准则》规定，“那些被认为与现行习俗背道而驰的男子也可能有遭受虐待的风险，尤其是在指控通奸和婚外性关系的情况下更为如此”。总之，这一背景资料支持了提交人的说法，即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因婚外情和逃离阿富汗而受到迫害。 [37: 		见CEDAW/C/AFG/CO/1-2, para. 24; Kenneth Katzman, Afghanistan: Post-Taliban Governance, Security, and U.S. Polic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2 December 2015, p. 15; United Kingdom Home Office, Country Information and Guidance – Afghanistan: Women fearing gender-based harm/violence, February 2016, para. 8.5.2; A/HRC/29/27/Add.3, para. 23; A/HRC/25/41, para. 45; and UNHCR Eligibility Guidelines for Assessing the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Needs of Asylum-Seekers from Afghanistan, 19 April 2016, p. 59。]  [38: 		提交人援引了美国国务院2015年的报告。] 

		缔约国的补充意见
6.1	缔约国在2017年5月17日指出，提交人的意见没有提供任何关于他们情况的新信息。缔约国还告知委员会，提交人于2016年7月14日生了第三个孩子。
6.2	关于提交人指称难民上诉委员会似乎以不适当的举证高标准为依据进行可信度评估一事，根据《外国人法》第40条，外国人必须提供确定该人是否属于该法第7节范围所需信息。因此，寻求庇护者有责任证实其已满足给予庇护的条件。在对庇护申请进行审查时，将向寻求庇护者告知其提供信息的义务，以及提供所有相关信息的重要性。难民上诉委员会可以自由评估证据；因此，这种评估不受特殊证据规则的约束。
6.3	上诉委员会试图确定提交的哪些文件可被视为事实。如果陈述看起来连贯一致，委员会通常会将这些陈述视为事实。当寻求庇护者的陈述在整个程序中被定性为前后不一致、说法有变化、夸张或遗漏时，上诉委员会将尽力澄清原因。在许多情况下，在诉讼程序中，寻求庇护者的陈述会变得更加详细和准确。这可能有各种原因，例如程序的进展和寻求庇护者的特殊情况，上诉委员会将在评估寻求庇护者的可信度时考虑到这些原因。


6.4	然而，寻求庇护者对其寻求庇护理由的关键部分作出前后不一致的陈述可能会削弱寻求庇护者的可信度。上诉委员会将考虑的情况之一是寻求庇护者对不一致之处的解释，并会考虑寻求庇护者的特殊情况，如文化差异、年龄和健康状况，对文盲寻求庇护者会给予特别考虑。
6.5	根据难民署《确定难民地位的程序和标准手册》第206至219段，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寻求庇护者的年龄或精神状态，也许有必要更加重视客观情况，而非寻求庇护者在诉讼期间的陈述。难民上诉委员会将评估寻求庇护者遵循程序的能力，在儿童寻求庇护者或患有精神疾病或障碍的寻求庇护者案件中，举证责任要求通常会降低。最后，如果对寻求庇护者的可信度有疑问，上诉委员会总是会评估在何种程度上应适用存疑时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
6.6	难民上诉委员会考虑了提交人的特殊情况，包括F.M.是文盲这个情况。然而，R.M.上学八年，在私人英语课上学习了八个月。因此，提交人在2016年11月17日的评论中提供信息说R.M.“教育程度低”是不正确的。此外，提交人引用的案例与提交人的情况无法相比。
		提交人的补充意见
7.1	2017年8月11日，提交人对缔约国关于他们试图利用委员会作为上诉机构的评估提出质疑。在若干案件中，缔约国没有尊重委员会的建议。
7.2	R.M.在阿富汗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和父亲在自己家公司工作，公司雇佣了几位工人。他享有良好的生活水平，因此，如果不是因为他引起的冲突，他没有理由要离开阿富汗。提交人在阿富汗的生活比他们在丹麦作为寻求庇护者的生活要“好得多”，委员会也应将这个情况纳入其对可信度的评估。委员会还可以评估本案的事实情况，而不仅只限于缔约国宣称的难民上诉委员会。
7.3	即使R.M.上学八年，也有几段时间因为战争而没有学上。此外，他为期八个月的英语课程是每周两次，每次一个半小时。
7.4	提交人不可能返回阿富汗。R.M.的姨母住在F.M.叔伯家旁边，因此如果提交人返回，两家人都会知道消息。提交人现在有三个孩子，因此他们很难在阿富汗其他没有家人的地方定居。他们的故事也已经通过新闻报道和电视曝光；他们在丹麦申请庇护众所周知，这也使他们难以返回阿富汗。
		委员会需审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问题
8.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97条，决定该来文是否符合《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8.2	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2款(子)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定同一事件不在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之中。
8.3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称，提交人对可以运用的有效国内补救办法已经援用无遗。在缔约国没有就此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委员会认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2款(丑)项，委员会不排除审查来文。
8.4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称，缔约国强行将提交人及其子女遣返回阿富汗，将侵犯他们根据《公约》第六条、第七条、第十七条和第二十三条享有的权利。
[bookmark: _Hlk47306179]8.5	委员会首先注意到，提交人指称缔约国违反《公约》第十七条和第二十三条，但没有提供任何资料或证据或解释来说明为何缔约国将他们遣返回阿富汗会侵犯他们根据这些条款享有的权利。因此，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来文的这一部分证据不足，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宣布这部分来文不可受理。
8.6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对来文可否受理提出质疑，理由是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提出的诉求缺乏证据。然而，委员会认为，为了受理的目的，提交人已经充分解释了他们担心被强行遣返回阿富汗会导致遭受违反《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规定的待遇的风险。委员会因此宣布来文可予受理，因为来文提出了有关第六条和第七条的问题，因此着手审议案情实质。
		审议案情实质
9.1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1款，参照当事方提交的所有资料审议了来文。
9.2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称，将他们及其子女驱逐回阿富汗将使他们面临不可弥补伤害的风险，违反《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的论点，即F.M.将因婚外性关系和逃离家庭面临刑事起诉，而R.M.将因通奸面临刑事起诉，并将受到妻子家人的血腥报复。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提出，丹麦媒体已经公布了他们的案件，并且可能也为阿富汗媒体所知。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根据不同的报告承认，阿富汗确实存在婚外情――尽管这种情况很少，而且阿富汗的婚姻通常是根据两个家庭之间的协议安排的。
9.3	委员会回顾其关于《公约》缔约国的一般法律义务的性质的第31号一般性意见(2004年)，其中委员会提到，如果有充分理由相信有关人士确实有可能受到《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所设想的那种会造成不可弥补伤害的风险时，缔约国有义务不采取引渡、递解、驱逐处境或者其他手段将有关人士逐出其国境(第12段)。委员会还阐明，这必须是个人风险，[footnoteRef:39] 并且为了确定是否存在不可弥补伤害的真实风险，设有颇高的提供实质性理由的门槛。[footnoteRef:40] 因此，所有相关事实和案情都必须考虑到，包括提交人原籍国的普遍人权情况。[footnoteRef:41] [39: 		见K.诉丹麦(CCPR/C/114/D/2393/2014)，第7.3段，P.T.诉丹麦(CCPR/C/113/D/2272/2013)，第7.2段，和X诉丹麦(CCPR/C/110/D/2007/2010)，第9.2段。]  [40: 		见X诉瑞典(CCPR/C/103/D/1833/2008)，第5.18段。]  [41: 		同上。也见X诉丹麦，第9.2段。] 

9.4	委员会回顾，通常应由缔约国的机关来审查有关案件的事实和证据，以确定是否存在这种风险，[footnoteRef:42] 除非能够确定评估显然具有任意性或相当于明显的错误或司法不公。[footnoteRef:43] [42: 		见Pillai等人诉加拿大案(CCPR/C/101/D/1763/2008)，第11.4段，和Z.H.诉澳大利亚案(CCPR/C/107/D/1957/2010)，第9.3段。]  [43: 		例如，K.诉丹麦案，第7.4段。] 

9.5	委员会注意到难民上诉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即提交人未能证明有充分理由相信，由于他们的婚外关系，如果被遣返回阿富汗，他们将面临死刑或遭受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风险，而且他们缺乏可信度。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上诉委员会认为提交人关于他们性交的时间、他们的定期接触、F.M.逃跑和R.M.的兄弟被F.M.的家人杀害等事件的陈述不一致。
9.6	尽管如此，委员会的检验标准仍然是确定是否有充分理由相信所援引的情况是否会在原籍国造成严重不良后果，以致造成《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所设想的不可弥补伤害的真实风险经，而不论寻求庇护者的陈述是否属实。因此，即使发现寻求庇护者的说法在某些方面不一致，当局也应该评估在本案情况下，寻求庇护者与其所称有关或用以证明所称行为和活动，是否可能在原籍国产生严重不良后果，使其面临遭到不可弥补伤害的风险。[footnoteRef:44] [44: 		比照参考S.A.H.诉丹麦案(CCPR/C/121/D/2419/2014)，第11.8段，和F.G.诉瑞典案，第156段。] 

9.7	委员会认为，在本案中，提交人有婚外性关系是无可争议的，所争议的问题主要是这种关系发展的环境。丹麦当局也没有质疑提交人的第一个孩子是在阿富汗受孕的，或者提交人当时未婚。此外，丹麦当局驳回提交人关于R.M.的兄弟被杀害的证据，认为是为申请庇护而捏造的，但没有核实事实，而是完全依据普遍的看法，即伪造文件在阿富汗唾手可得，有制作假文件的黑市。委员会指出，上诉委员会作出这个推论，依据的是提交人陈述中存在不一致之处，得出结论认为，他们未能证明存在可能遭受家庭成员或第三人迫害或虐待的风险。
[bookmark: _Hlk47378659][bookmark: _Hlk47378715]9.8	委员会回顾，缔约国应对一个人如被遣返可能面临的真实和个人风险给予足够重视，并认为缔约国有责任对提交人及其子女在阿富汗会面临的风险进行个性化评估，而不是把重点放在他们陈述中的某些不一致之处。委员会特别注意到，上诉委员会没有评估提交人的婚外关系是否会在原籍国造成严重不良后果，从而使他们面临不可弥补的伤害。鉴于上述情况，委员会认为，缔约国未能充分评估提交人遣返回阿富汗后面临的真实、个人和可预见的风险。因此，委员会认为，缔约国没有适当考虑提交人在原籍国的个人情况的后果。
[bookmark: _Hlk47378448]10.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4款行事，认为将提交人遣返回阿富汗，一旦执行，将侵犯他们根据《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享有的权利。
11.	根据《公约》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缔约国承允尊重并确保所有境内受其管辖之人一律享受《公约》所承认之权利，缔约国有义务着手复核提交人的案件，同时考虑到缔约国根据《公约》所承允的义务和委员会目前的意见。还请缔约国在重新审议提交人的庇护请求期间不要将其驱逐出境。
12.	缔约国加入《任择议定书》，即已承认委员会有权确定是否存在违反《公约》的情况，而且根据《公约》第二条，缔约国已承允确保所有境内受其管辖之人一律享受《公约》所确认之权利，并在确定发生侵权行为时提供有效、可强制执行的补救办法，鉴此，委员会希望缔约国在180天内提供资料，说明采取措施落实委员会《意见》的情况。此外，还请缔约国公布本《意见》，并以缔约国官方语文广为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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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古谷修一的个人意见(不同意见)
[bookmark: _Hlk491278443]1.	我不能同意委员会的结论，即：将提交人遣返回阿富汗，一旦执行，将侵犯他们根据《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享有的权利。
2.	这一结论的主要依据是，缔约国仅依据提交人陈述中的某些不一致之处，未能评估他们可能面临的不可弥补伤害的真实风险(第9.8段)。然而，我认为，这一结论忽略了核实难民身份程序的基本结构。对寻求庇护者可能在原籍国面临迫害的可能性的评估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确认寻求庇护者的实际情况，并具体说明可能遭受迫害的理由；第二阶段是根据有关国家的情况，评估这些事实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会造成真实的迫害风险。在这方面，审查寻求庇护者为解释其情况而提供的陈述和文件的真实性是着手进行风险评估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3.	因此，在本案中，声称丹麦当局未能对提交人在阿富汗可能面临的风险进行个性化评估是不正确的。相反，从缔约国的意见来看，缔约国当局显然通过认真听取提交人的陈述和核实他们提交的文件审查了提交人的实际情况，以便进行风险评估。然而，审查使当局发现，提交人的陈述和文件在许多关键点上令人怀疑。在不能充分确认事实情况可信的情况下，则可以合理地认为，当局没有――或者他们不能――进入第二阶段：评估提交人可能面临不可弥补伤害的风险。
4.	正如委员会最后在第9.4段中指出，通常应由缔约国的机关来审查有关案件的事实和证据，以确定是否存在这种风险，除非能够确定评估具有任意性或相当于明显的错误或司法不公。因此，委员会应核实丹麦当局对提交人陈述和文件可信度的评估是否充分，以免被视为明显具有任意性或相当于明显的错误。
5.	根据委员会的判例，提交人有责任确定丹麦当局的评估是否存在这种任意性或明显的错误。在本案中，丹麦当局多次听取了提交人的陈述，并审查了相关文件，然后对与可能的迫害风险相关的关键事实提出质疑，例如提交人性交的时间(第2.2段、脚注5和第4.8段)、他们离开阿富汗、在土耳其和希腊逗留并生下儿子(第4.10段)和R.M.的兄弟被杀害(第2.1段、脚注3和第4.12段)。因此，提交人应该是向委员会证明丹麦当局对其陈述和文件的可信度提出质疑的结论是错误的。然而，在我看来，提交人没有以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对上述不确定性作出答复，因此未能让委员会相信他们的陈述和文件具有足够的可信度从而可以认为丹麦当局的评估是错误的，以至于可以认为显然具有任意性。
6.	基于上述原因，我不得不得出结论认为，提交人关于违反第六条和第七条的指称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可以受理，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来文的这一部分也不可受理。


附件二
		福蒂妮·帕扎尔齐斯、尤瓦尔·沙尼和安德烈亚斯·齐默尔曼的联合意见(不同意见)
1.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同意委员会大多数委员的结论，即丹麦如果决定将提交人遣返回阿富汗，一旦执行，将违反其根据《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所承担的义务。
2.	委员会在第9.4段中回顾指出，通常应由缔约国的机关来审查有关案件的事实和证据，以确定是否存在这种风险，除非能够确定评估显然具有任意性或相当于明显的错误或司法不公。尽管如此，委员会大多数委员拒绝接受丹麦移民局和难民上诉委员会的事实结论，即提交人未能证实庇护理由，因为他们关于会面临遭受家人和当局严厉制裁风险的指称缺乏可信度，因为他们的陈述中有大量不一致之处(第4.3段)。
3.	大多数委员的立场基于缔约国未能探讨提交人的婚外恋是否会在原籍国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从而使他们面临不可弥补伤害的风险(第9.8段)。大多数委员认为，缔约国有责任对提交人及其子女在阿富汗将面临的风险进行个性化评估，而不是将重点放在他们陈述中的某些不一致之处(第9.8段)。
4.	我们不同意大多数委员的分析意见。丹麦移民局和难民上诉委员会对提交人提出的所有指称都进行了仔细的审议，并以缺乏可信度为由予以驳回，因为提交人的陈述存在严重不一致之处，这使得他们对事件的说法不太可能(第4.7段)。此外，所提供的文件似乎是捏造的，与提交人的陈述不符(第4.3段)；例如，提交人提供了不一致的说法，如他们婚外情开始的时间(脚注20)、F.M.是在什么情况下告诉R.M.她怀孕了(脚注21)、婚外情期间他们见面的频率(脚注22)以及他们逃离家庭的时间(脚注23)。丹麦当局还表示怀疑的是，由于阿富汗普遍的社会习俗，提交人提供的关于在F.M.家和他姨母家发生婚外情的说法是否可信，而且考虑到这对夫妇私奔与谋杀事件之间的时间间隔，即使杀害R.M.兄弟的事件确实发生过，谋杀事件是否与婚外情有关。
5.	丹麦当局与委员会不同，对提交人有第一手印象，认为这种不一致和不太可能发生的情景是实质性问题，因此拒绝了他们的庇护理由。在我们掌握的记录中，我们没有看到有任何理由应该认为丹麦移民局和难民上诉委员会关于提交人可信度的结论及其对风险评估的影响显然具有任意性、明显的错误或司法不公。因此，我们认为，委员会大多数委员未能适当适用委员会规定的审查标准，也没有遵循长期以来的立场，即委员会不是有权重新评估事实调查结果的四审机构。[footnoteRef:45] [45: 		例如Arenz等人诉德国(CCPR/C/80/D/1138/2002)，第8.6段。] 



6.	在委员会认定缔约国机关驱逐某个人的决定违反《公约》的以往案例中，委员会试图以其国内决策过程不足为依据，例如未能适当考虑现有证据或提交人根据《公约》享有的特定权利、[footnoteRef:46] 国内复审程序过程中严重的程序缺陷[footnoteRef:47] 或者缔约国未能为本国的决定提供合理的理由。[footnoteRef:48] [46: 		例如Hamida诉加拿大(CCPR/C/98/D/1544/2007)，第8.4至8.6段。]  [47: 		例如X.诉大韩民国(CCPR/C/110/D/1908/2009)，第11.5段。]  [48: 		例如Byahuranga诉丹麦(CCPR/C/82/D/1222/2003)，第11.3-11.4段。] 

7.	在本案中，委员会大多数委员指出了丹麦庇护程序中两个可能的程序缺陷：没有考虑婚外情的风险影响，以及缔约国认为在阿富汗伪造正式文件唾手可得，便驳回了指称F.M.的兄弟被杀害的文件(第9.7段)。对大多数委员的这一分析，我们也不赞同。
8.	提交人对事件的说法有多种不一致之处，遂导致缔约国认定提交人逃离家庭的指称没有事实根据(第4.11段)。缔约国还指出，“逃跑”不再是可以依据阿富汗法律予以起诉的罪行(第4.11段)。在这些情况下，提交人必须证明――而他们没有证明――像他们这样的已婚夫妇在阿富汗实际上面临着因婚前性关系而遭受迫害的真实风险，并证实他们个人历史的具体细节在阿富汗已经众所周知并有可能引起当局或整个社会的注意。
9.	同样，我们不能得出结论认为缔约国的立场是不合理的，根据这一立场，在本案的具体情况下，没有必要对证明他们兄弟死亡的文件进行独立核实。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提交人没有解释这种核实如何能够解决与他们离开阿富汗的情况和谋杀案发生的情况相关的指称所存在的非常严重的可信度问题。
10.	鉴于这些因素，我们认为没有足够地证实，诉讼程序存在程序性缺陷，足以使我们怀疑庇护程序的结果或其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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